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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组合强度对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组合的分析 

刘晓瑜1，张晓杰2 

（1.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2.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政策组合强度设计作为引导公众认知、塑造参与现实基础的重要策略，对公众参与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政策反馈理论，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组合为研究样本，利用2011—2024年

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地方政府注意力在其中发

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策组合强度对公众参与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适度的政策组合强度

可通过资源效应、解释效应最大限度促进公众参与；政府注意力配置发挥关键负向调节作用，高水平地方政府注

意力会加剧公众对高强度政策组合的敏感性；异质性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及地方自主性水平较高的地区，二者

的倒U形关系更为显著。基于此，政府应坚持政策组合强度设计的适度原则，优化政府注意力的配置策略，并因

地制宜调整政策组合强度，以持续提升公众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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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olicy mix intensity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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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policy mix intensity, as a crucial strategy for guiding public perception and shaping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for participation, exert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lev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Drawing on policy feedback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during 2011—2024.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is employ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mix intensit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while also investiga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attent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Policy mix intensity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 moderate policy mix 
intensity facilitates public participation most effectively through resource effects and interpretive effects; local government 
attention plays a crucial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mix intensit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High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 attention can exacerbate public sensitivity to a high-intensity policy mix; heterogeneous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is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is more pronounced in eastern regions and in areas with greater local 
autonomy. Accordingly, governments should adopt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e policy mix intensity, optimize attention 
allocation strategies, and tailor the intensity of the policy mix to local condition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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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相继作出了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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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等重大战略部署[1-

3]。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纵深推进，多元协同、有

效互联的治理共同体已成为拓展治理空间、提高治

理效能的关键路径。在多元共治格局中，公众正逐

步由传统的政策被动受体转变为政策执行、监督与

反馈的主动行为主体，其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不仅直

接影响政策运行效果，更成为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

关键变量。然而，公众参与并非自发生成，而是特

定制度安排与政策情境综合激发、引导和塑造的结

果[4,5]。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政策既通过内容

调配社会资源，又通过形式传递行为信号和价值期

待，从而深刻塑造公众的认知结构与行动逻辑。因

此，厘清政策影响公众参与的作用机理，成为深化

国家治理体系研究的重要方向。 
政策反馈理论为理解政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理论洞见。该理论认为，政策通过资源效应、

解释效应等机制影响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进

而塑造公民的态度、认知与参与行为[6-8]。近年来，

政策反馈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9,10]，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政策的反馈效应，较

少关注现实中更为普遍的政策组合形态，尤其对

“政策组合特征如何影响公众参与”这一核心问题，

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与实证验证。 
政策组合特征是指多元政策要素相互作用时

所展现的关键属性。其中，政策组合强度作为反映

政府资源、努力和活动投入的关键设计特征[11]，具

有显著的反馈效力。强度适中的政策组合能够通过

明确的激励结构和制度约束，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公

共事务，但过强的政策干预亦可能引发公众的认知

负担与行为倦怠，削弱参与动能。然而，关于政策

组合强度影响公众参与的非线性机制，现有讨论仍

相对有限，有待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进一步而言，政策组合的运行逻辑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政府注意力的配置样态[12]。政府注意力配

置实质上是一种政策问题的筛选机制[13]。受限于注

意力资源的稀缺性，政府必须在众多政策议题与社

会诉求中进行“信号过滤”，进而确定议题的聚焦

程度与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在政策反馈视角下，

政策通过资源效应、解释效应等机制向公众传递信

号。政策组合强度取决于治理目标的设定、工具的

配置与资源的投入程度，而其释放的信号能否被公

众有效感知并回应，同样受到政府注意力配置的影

响。从理论层面看，政府的高度关注可为政策议题

提供政治“背书”，为公众参与提供合法性支撑与

资源保障；然而，注意力资源过度集中也可能导致

行政干预对社会空间的过度挤压，使公众形成治理

责任已由行政力量全权接管的认知预期，从而弱化

自发参与动机，滋生“参与疲劳”。因此，政府注

意力配置可视作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关系的

重要调节变量，但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揭示其作用机

制与影响效果。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

之间的关系，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政策组合强度与

公众参与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一关系是

否受到政府注意力配置的调节？不同治理情境下

二者的关系是否存在异质性？相较于既有文献，本

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将政策组合

特征引入政策反馈研究视野，拓展了政策反馈理论

的分析边界；其二，揭示了政府注意力配置对政策

反馈效果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

机制研究；其三，实证检验了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

参与之间的倒U形关系，为优化政策组合设计与提

升公众参与效能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 
政策组合强度作为政策组合的关键特征之一，

表现为特定领域内政策目标的清晰度、政策工具的

多样性与资源投入的集中程度[14]。高强度政策组合

通常表现为覆盖范围广、工具选择多样以及监督执

行有力。它不仅反映了政策议题在政府治理体系中

的优先级，也承载着密集的信息与资源分布逻辑，

进而形塑着公众的行为选择。政策反馈理论为理解

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适宜

的分析框架[7]。该理论指出，政策可通过资源配置

与意义建构塑造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其中资

源效应、解释效应是两类核心机制[15]。基于此，本

文认为，政策组合强度主要通过资源效应与解释效

应影响公众参与水平。 
第一，资源效应为公众参与提供能力基础与机

会支持。资源效应的概念来源于公民志愿主义模

型，该模型表明，时间、金钱和技能等资源能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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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参与成本并提升参与能力[16]。而政策组合强度的

适度提升意味着公共资源保障更加有力、公众参与

渠道更为完善，这不仅能够降低公众参与公共事务

的成本，也能够通过稳定的制度化渠道提升公众的

参与能力。当公众在政策实践中获得更低的参与门

槛、更明确的行动路径和更稳定的支持条件时，其

参与意愿和参与水平将随之提高。因此，在政策组

合强度适度提升阶段，资源效应主要表现为“能力

赋能”，即通过降低成本、扩展机会和增强能力促

进公众参与。 
第二，解释效应通过认知引导与意义建构激发

公众参与。解释效应主要源于政策设计中的程序规

则，以及各类符号和象征标志等[5,7]。政策组合强度

提升通常意味着政策目标更加明确、工具配置更加

系统、实施过程更加连贯[17]。因此，适度强度的政

策组合依托稳定的制度安排与连贯的信息传递，能

够显著增强政策的可理解性与可预期性，从而为解

释效应的发挥奠定基础。在认知层面，清晰的政策

信号有助于降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公众更容

易理解污染治理的紧迫性、政策行动的必要性及其

参与空间；在意义建构层面，稳定的政策表达能够

强化公众对环境治理议题的公共责任认知，使其将

个人关注与公共治理目标相连接。由此，在政策组

合强度适度提升阶段，解释效应主要表现为“认知

降噪”与“身份建构”，即通过清晰信号、稳定预

期和价值引导促进公众参与。 
然而，政策组合强度对公众参与的促进作用并

不会无限延伸。当政策组合强度持续累积到一定程

度，正向赋能效应可能逐渐被负向异化效应超越。

当政策工具、资源投入、信息传递和执行要求持续

叠加，并超过公众的动机承载能力与认知处理能力

时，政策组合强度便可能由赋能条件转化为控制压

力与认知负担，进而引发资源效应与解释效应的双

重异化。其一，资源异化。一方面，当基本参与门

槛被降低后，新增资源对公众参与能力的边际提升

效应趋于递减。另一方面，从自我决定理论的微观

视角来看，若过高强度的资源供给被公众感知为行

政动员或外部控制而非能力支持，其内在参与动机

便可能被削弱，真实参与行为随之下降[18，19]。其二，

认知异化。随着政策工具叠加密度和信息复杂度持

续上升，公众理解政策规则、辨别政策信息和判断

参与后果的认知成本随之增加。根据认知负荷理

论，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存在限度，当政策信息超

过公众的“认知加工带宽”时，解释效应可能转化

为理解负担，并容易引发信息倦怠、心理抗拒与行

为回避[20]。 
综上，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可

能存在一个动态优化的平衡区间。适度的政策组合

强度能够通过资源效应与解释效应有效激发公众

参与，而强度过高则可能因资源依赖与认知超载引

发异化效应。因此，政策组合强度对公众参与的影

响方向，取决于正向赋能机制与负向异化机制之间

的净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呈倒U形关系。 
2．政府注意力配置的调节作用 
既有政策过程研究长期将政府注意力作为议

程设置阶段的前因变量，强调其通过触发政策之窗

推动政策产出。然而，在政策执行与反馈阶段，政

府注意力已不再只是催生政策的动力源，而是构成

形塑社会行动者认知与行为的制度性情境变量。历

史制度主义为理解这一角色转换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透镜：制度情境通过塑造行动者的认知方式、利

益预期与行动策略，持续调节制度与行为间的互动

关系[21]。在中国多层级治理场域中，地方政府注意

力往往受到自上而下政治任务部署、目标责任考

核、阶段性攻坚任务，以及地方主要领导政治意志

等因素共同影响。地方政府既是政策执行的关键行

动者，也是衔接国家意志与公众诉求的重要制度纽

带。政府注意力体现了决策主体在不同政策议题上

的认知优先级与资源分配倾向[22]，是制度环境在治

理实践中的重要表征[23]。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

注意力在宏观制度结构与微观个体心理两个层面

发挥调节作用。 
首先，在宏观制度结构层面，过高的政府注意

力可能诱发“运动式治理”，从而挤压甚至替代公

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24，25]。政策组合强度的提升

本意在于通过多元政策工具的协同运用，为公众提

供更加丰富的参与渠道；但当政府注意力高度集中

于某一政策领域时，地方政府往往面临更强的短期

达标压力与问责风险[26]，基层执行主体也更可能采

取行政包办、技术管控或“一刀切”式管制等强干

预手段，以迅速达成治理目标。由此，原本依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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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渠道运行的公众参与机制可能被行政动员和

强制执行所替代，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客观空间随

之受到压缩。因此，宏观结构层面的排斥效应成为

限制政策组合强度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微观个体心理层面，高政府注意力会

放大政策执行的强制色彩，进而削弱公众参与的内

在动机[27]。公共事务参与很大程度上依赖公民的公

共精神与责任意识，但当外部干预被行动者感知为

过度控制或强制规训时，其自发参与的意愿往往会

受到抑制。政府注意力高度聚焦时，高强度政策组

合通常伴随密集督查、高频通报与严格的行为规

制，外部压力由此不断累积，可能使政策组合逐渐

异化为沉重的行政负担。此时，公众参与行为转化

为对行政压力的被动回应，缺乏内生动力与持续

性。当参与行为主要出于行政约束而非公共认同

时，公众易产生“控制厌恶”的逆反情绪与回避性

倾向，行政负担感知将进一步削弱公众的参与意愿

与行为[28，29]。 
综上所述，政府注意力的强弱差异深刻影响着

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倒U形关系。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政府注意力配置对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

与的倒U形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政策组合强度、政

府注意力配置与公众参与之间关系的理论机制模

型（图1），以系统展示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 

 
图1 理论机制模型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颁布实施以来，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政策陆续出台，

政策组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不仅彰显了大气

污染防治的力度与决心，也构成了社会生态文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支撑。考虑到大气污染防治具

有动态性和持续性，且在政策迭代优化过程中公众

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呈现出典型的政策反馈效

应，故本文以“大气污染防治”“空气质量”“雾

霾”等为关键词，通过北大法宝、中国政府网、生

态环境部以及各省生态环境厅官方网站进行全文

检索，获取2011—2024年间中央及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文件共943
份作为分析样本①，对政策组合强度、政府注意力配

置和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公众参

与（PUB）。经典公众参与理论普遍认为，公众参

与包括由信息接触到行动介入的不同层级。OECD
将公民参与区分为信息获取、咨询和主动参与，其

中信息获取是公众理解公共问题并形成持续参与

意愿的重要基础[30]。Rowe和Frewer从信息流动方式

出发，将公众参与区分为信息传播、咨询反馈和共

同参与等不同类型，表明公众参与除线下行动或正

式制度化的表达外，也包括公众围绕公共议题展开

的信息获取、议题关注和认知投入等参与行为[31]。

Ekman和Amnå进一步将公众参与区分为潜在参与

和显性参与，前者包括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兴

趣、信息接触和认知动员，后者则表现为意见表达、

组织参与和行动投入[32]。由此可见，公众参与是一

个具有层级性和过程性的概念。本文重点考察信息

获取与议题关注型公众参与，即公众围绕政策议题

主动获取信息、关注问题并形成认知投入的行为。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政治信息交互与传播的核

心渠道，在推动公众参与、提升政治效能和改善政

府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3，34]。在此背景下，公

众日益倾向于借助互联网平台表达对环境问题的

关注与诉求，网络空间由此成为观测公众环境参与

行为的重要场域[35-38]。结合本文对公众参与的界

定，公众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能够有效协调和引导其

参与行为，因而公众环境关注度可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有效代理指标。参考既有研究[39，40]，本文选取“大

气污染防治”“空气质量”“PM2.5”等18个核心关

键词，基于百度指数电脑端与移动端的搜索数据，

计算各地区年度关键词搜索指数，并对其加1后取

自然对数，以此测量公众环境关注度。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政策组合强

度（PI）。为克服传统测量方法在数据可得性与维

度单一性方面的局限，本研究借鉴Schaffrin等[11]提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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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政策活动指数（IPA），并参考Pischke等[41]的

修正思路，基于政策文本内容构建了适用于中国大

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的组合强度测度框架，如表1
所示。IPA指数充分考量政府在政策制定、执行与监

督全过程中的资源投入与制度努力，认为任何类型

的政策均由“目标、范围、整合、预算、执行、监

督”六大要素构成，具有良好的理论解释力与操作

可行性[42]。 

表1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强度测量指标与编码规则 
指标 编码问题 编码赋值 计算规则 赋分范围 

目标 政策目标的制定情况如何 未给出目标，赋值为0；间接给出目标，如规定可再生能源产

量，赋值为0.5；直接提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但没有具体要

求，则赋值为0.75；直接提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并将目标具

体化，如全年空气质量提升5%，则赋值为1 

 0，0.5，0.75，1 

范围 政策的目标群体有哪些 个人、企业、行业组织、各级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中，只针对

一类群体，赋值为0；每增加一类目标群体得分增加0.16；针

对所有目标群体，则赋值为0.5 

两个问题得

分加总 
0~1 

政策拟解决哪些问题 燃煤和其他能源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机动车船等污染

防治、扬尘污染防治、农业和其他污染防治中，仅针对性解

决一种问题，赋值为0；每增加一种问题，得分增加0.125；

针对所有问题，则赋值为0.5 

整合 政策中是否提及其他政策？ 
是否体现与既有政策体系的衔接 

没有提及其他政策，赋值为0；提及其他政策，但仅作为一般

制定依据，赋值为0.5；提及其他具体政策，并明确体现与上位

规划、专项行动方案或政策体系的衔接，则赋值为1 

 0，0.5，1 

预算 政策的预算情况如何 没有提及预算，赋值为0；提及预算，但没有给出具体的金额，

赋值为0.5；提及预算并且给出了具体金额，则赋值为1 
 0，0.5，1 

执行 是否有关于政策执行的具体说明？ 
是否对政策执行主体和执行 
规则做出具体说明 

没有关于政策执行的具体说明，赋值为0；有关于政策执行主

体及执行规则的说明，赋值为0.25；将政策执行职责明确赋

予单一执行主体，则额外增加0.25 

两个问题得

分加总 
0，0.25，0.5，0.75，1 

政策是如何执行的？对不遵守政策 
规定的行为者是否有制裁 

执行程序严格，不允许标准或规则变化，赋值为0.25；对不

遵守实施程序的行为者进行制裁，则额外增加0.25 

监督 有无针对政策工具运用的具体监督 
程序，监督职责由谁承担 

无监督，赋值为0；由政策参与主体内部监督，赋值为0.5；

由政策参与主体以外的专门机构监督，则赋值为1 
 0，0.5，1 

 
其中，“目标”主要衡量政策目标的清晰度和

细化程度；“范围”用于评估政策覆盖的目标群体

和问题领域广度；“整合”考察政策是否延续或衔

接既有政策，是否嵌入更高层级的战略性或纲领性

政策组合；“预算”关注政策是否有明确的财政支

持；“执行”主要从执行主体、职责分工和实施程

序等方面衡量政策执行的明确程度；“监督”则考

察政策是否建立监督机制，尤其关注监督主体和考

核问责安排。六项测度指标取值范围均为[0，1]。单

项政策强度得分以六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得

到，省级政策组合强度总值则通过加总该省份统计

周期内所有生效政策的个体强度得分获得。编码赋

值由三位编码员独立完成。经计算，各维度的组内

相关系数（ICC）均高于0.75，表明三位编码员评分

有良好的一致性；对于存在分歧的编码结果，经复

核讨论后达成共识。为减弱极端值影响并提高估计

结果的稳定性，此处对强度值取对数。 
（3）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为政府注意力

配置（ATTENTION）。基于文献梳理、政策文本分

析与专家咨询，本研究筛选出包括“环境保护、空

气质量、扬尘、大气污染、雾霾”等27个大气污染

防治核心关键词。借鉴已有测度方法[43，44]，采用

Python文本分析技术，提取2011—2024年31个省共

434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并计算上述词汇

在各年份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总词频占比，以此

作为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的代理变量。 
为缓解反向因果疑虑，本文进一步以政府注意

力配置为被解释变量，对滞后一期政策组合强度及

其平方项进行反向预测检验。结果显示，二者均不

显著，联合显著性检验亦未通过，表明政策组合强

度未能系统性预测政府注意力配置。 
（4）控制变量。为了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减少遗漏变量和个体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

参照已有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GDP），以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性别

结构（GEN），用各地人口性别比度量（女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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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AGE），用65岁以上与15~64岁人口数量

的比值表示；信息化水平（NET），采用互联网宽

带接入端口数的对数测度；人口规模（POP），采

用 地 区 年 末 总 人 口 衡 量 ； 高 等 素 质 教 育 水 平

（EDU），以各地区大学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人

数与6岁以上总人口之比衡量；城镇化水平（URB），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年度数据表示[45]。同时，

本文还控制了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 
3．数据说明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及连续性，本研究未包

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最终以2011—2024年中

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历

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

局网站等。针对部分数据缺失问题，本文借助

Stata/MP 18软件，采用线性插补法对个别缺失值进

行平滑处理。各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UB 434 13.267 0.813 9.892 15.310 

PI 434 4.203 0.229 3.694 4.570 

ATTENTION 434 0.124 0.079 0 0.397 

GDP 434 10.945 0.485 9.695 12.338 

POP 434 4.486 2.926 0.309 12.780 

GEN 434 104.823 3.943 95.770 123.170 

AGE 434 0.770 0.374 0.191 2.444 

URB 434 8.076 9.876 0.025 50.578 

NET 434 6.686 1.066 2.549 8.527 

EDU 434 0.160 0.081 0.024 0.508 
 
4．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本文分别构建解释变量一次项

模型（1）和增加解释变量二次项（PI_2）模型（2），

检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组合强度（PI）与公众参与

（PUB）之间的倒U形关系。考虑政策作用的发挥可

能存在一定时滞，故将自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

为避免严重共线性问题，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组合

强度进行中心化处理。 

PUBi,t=α0+α1PIi,t-1+� αjControl
j,i,t

9

j=2
+Provincei 

          +Yeart+εi,t （1） 

PUBi,t=β0+β1Pii,t-1+β2PI_2i,t-1+� βjControl
j,i,t

10

j=3
+ 

Provincei+Yeart+εi,t （2） 

其中，被解释变量PUBi,t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公

众参与程度，解释变量PIi,t-1表示省份i在第t-1年的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组合强度，Controlj,i,t表示一组控

制变量，Provincei和Yeart表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

应，𝜀𝜀𝑖𝑖,𝑡𝑡表示随机扰动项。 
（2）调节效应模型。为了探讨地方政府注意力

配置的调节作用，本文借鉴江艇[46]提出的因果推断

中调节效应检验方法，构建模型（3）： 
PUBi,t=γ0+γ1

PII,t-1+γ2PI_2I,t-1+γ3ATTENTIONI,t 

          +γ4INTERACT1I,t+γ5INTERACT2i,t+ 

      ∑ γjControl
j,i,t

12
j=6 +Province

i
+Yeart+εi,t （3） 

其中，INTERACT1及INTERACT2分别表示政策

组合强度（PI）及其二次项（PI_2）与政府注意力

配置（ATTENTION）的交互项，其余各变量符号与

模型（2）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基准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基于模型（1）和（2）的基准回归结

果。由表3可知，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组合强度对公众

参与水平影响的一次项正显著，二次项负显著，二

者之间呈现倒U形相关关系，假设H1得证。 
首先，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组合强度提升初期，

政府通过趋严排放标准、建立排污单位名录、推进信

息公开等系列举措，显著提升了大气污染议题的公

共可见性。在此背景下，资源效应与解释效应协同发

挥积极作用。从资源效应看，政府通过整合治理资

源、畅通参与渠道、加强废气减排技术支持与执法资

源配置，降低了公众参与所需的物质成本与认知成

本，进而提升其参与能力。从解释效应看，清晰的政

策目标设定与具体的执行路径使公众更易理解排污

许可、空气质量改善指标等政策内容与参与方式，从

而增强其参与意愿，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政策菜

单”扩展背景下解释效应对于大众政策反馈效应的

关键驱动作用[47]。典型表现为，污染源信息公开平台

和排污许可制度促使公众更加关注污染排放信息，

在政府部门和媒体的共同动员下，公众参与大气污

染治理的意识和行动意愿不断增强。然而，当政策组

合强度超过临界点后，上述促进效应逐渐转向抑制

效应。一方面，资源效应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政策

强度持续提升，日趋专业化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

范提高了公众的认知门槛，而过密的制度安排也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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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了公众自主监督与灵活参与的空间。当公众从主

动的监督者转变为被动的程序响应者时，其参与的

内在动机易于弱化。另一方面，随着排污许可制度、

多部门联合执法等复杂政策工具持续推进，公众理

解政策并参与治理所需的知识门槛不断提高，部分

公众可能出现信息过载与认知疲劳，解释效应随之

减弱。此外，政策组合强度过高还可能导致政策执行

过程的频繁调整，如大气污染控制目标和限排标准

的反复调整、污染治理措施的短期化和不连贯等，加

剧了公众的参与惰性。综上，大气污染政策组合强度

与公众参与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态势。 

表3 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5) 

PI 0.303** 
(2.33) 

0.274** 
(2.30) 

8.149*** 
(3.14) 

5.826*** 
(2.91) 

0.258** 
(2.23) 

PI_2   –0.945** 
(–3.07) 

–0.671*** 
(–2.82) 

–0.728*** 
(–2.75) 

ATTENTION     –0.265* 
(–1.71) 

INTERACT1     –1.151** 
(–2.04) 

INTERACT2     –0.357 
(–0.20)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403 403 403 403 403 
R2 0.943 0.953 0.945 0.954 0.955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括号内为稳健t统计

量。下同。  
2．稳健性检验 

（1）U检验。Haans等[48]认为仅依赖平方项检验

曲线关系可能导致估计偏误，建议采用Lind和

Mehlum[49]提出的方法进行验证。因此，本文遵循该

建议，采用Utest命令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列

（1）所示，结论依旧稳健。 
（2）控制变量滞后一期。为缓解控制变量与被

解释变量双向因果关系，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处理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

二者倒U形关系不发生改变。 
（3）替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2011—2023年人民网地方政府留言板的大气污染

防治相关留言数据，重新回归后的结果见表4列

（3）。政策组合强度一次项系数为2.397，二次项系

数为–0.269，均显著且符号方向不变，倒U形关系保

持稳健。 
（4）更换模型。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表4列（4）的回归结果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组合强度的一次项回归系数为5.826，二次项回归

系数为–0.671，且在5%水平上显著，证实本文基准

回归结果稳健。 
（5）排除同期政策干扰。“宽带中国”战略带

来的数字经济能拓宽社会公众监督路径、降低公众

环境治理门槛，进而影响公众参与[50]。因而，为缓

解其他政策冲击带来的偏误，本文进一步以“宽带

中国”试点政策为例，在模型中加入基于“宽带中

国”试点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列（5），基

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Utest检验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模型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PI  5.440*** 
(2.69) 

2.397* 
(1.93) 

5.826** 
(2.07) 

6.633*** 
(3.18) 

PI_2  –0.627** 
(–2.61) 

–0.269* 
(–1.77) 

–0.671** 
(–2.03) 

–0.779*** 
(–3.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2  0.955 0.686 0.786 0.956 

Utest检验 

极值点 4.338     

t值 1.50*     

斜率区间 (0.865 
–0.311)     

注：面板回归均加入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3．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政府注意力配置在政策组合强度与公

众参与之间的调节效应，并确保模型估计的一致性

和有效性，本研究在分析前对核心变量进行了标准

化处理，以规避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回归结果见表

3列（5）。参考Haans等[48]关于曲线调节效应的研究

可知，政府注意力配置在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

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H2得证。 
从曲线形态看，在高政府注意力情境下，政策

组合强度对公众参与的边际促进效应更早衰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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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倒U形关系进入下降区间的拐点相应前移，如图2
所示。在常规治理情境或政策推行初期，政府注意

力的提升通常有助于强化政策宣传、增加信息公

开、提高政府回应性，并通过拓展制度化参与渠道

增强公众对政策议题的认知和参与意愿。然而，在

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代表的强考核、强问责和强动员

政策领域，政府注意力的进一步提升或可导致政策

执行从常规治理转向压力型治理。此时，政府注意

力所带来的信息公开和参与赋能作用可能被行政

动员和强制执行所弱化。具体而言，负向调节效应

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其一，在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领域，政府注意力往往通过“蓝天保卫战”等高

规格的动员部署向社会释放强信号。压力型体制

下，专题会议、攻坚专班、驻点督察等方式使地方

政府面临显著的达标压力与问责风险，催生出以行

政主导为特征的运动式治理。此时，智慧环保平台、

有奖举报等制度化参与渠道在实际执行中被边缘

化，公众参与空间受到挤压，参与水平在较低的政

策组合强度下便达到峰值。其二，高政府注意力放

大了政策执行的强制性。实践中，强制打卡、指标

化宣传等行政手段将公众参与异化为被动任务，公

众原本基于环境关切的自发行动被外部干预所替

代。当参与行为主要出于行政压力而非公共认同

时，公众容易产生抵触心理。正如董红燕和孙久文

在企业创新相关研究中指出，政府注意力的配置往

往伴随着强烈的行政干预，这种干预可能导致资源

配置扭曲，进而抑制更广泛微观主体的自主意

向[51]。类似地，在大气治理领域政府注意力的强势

嵌入对公众参与的内在动机同样构成了挤出效应，

加速曲线的下行转向。 

 
图2 政府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4．异质性检验 
（1）地理区域的差异。考虑到地理区域差异可

能会对结果产生异质性影响，本研究将31个省级行

政区划分为东、中、西部3个区域，分组检验大气污

染防治政策组合强度影响公众参与水平的区域异

质性②。如表5列（1）—（3）所示，东部地区政策

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之间呈现显著倒U形关系；中

部地区在加入二次项后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但

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方向与本文预期的倒U
形关系不符，Utest检验整体P值为0.219，表明曲线

关系不稳健；西部地区则呈现线性负相关。表5列

（4）、列（5）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

政策组合强度与公众参与水平的影响在不同地区

存在显著差异。 

表5 地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VS中部 东部VS西部 

PI 0.620*** 

(3.14) 
15.325*** 

(3.49) 
0.243 

(0.97) 
–4.531** 

(–2.14) 
–0.185* 

(–1.90) 
1.674 

(0.79) 0.003 0.006 

PI_2  –1.772*** 
(–3.39)  0.585** 

(2.18)  –0.223 
(–0.87) 0.003 0.0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887 0.894 0.895 0.896 0.989 0.987   

N 143 143 104 104 156 156   

注：面板回归均加入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组间差异系数以东部地区为基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均是基于Fisher组合检验通过Bootstrap重复1000

次得到的经验P值。 
 

上述结果可能源于各区域所处发展阶段的结

构性差异。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社会资本充裕，

政策组合强度提升既能释放治污资源，又能传递清

晰的政策预期，因而形成“先升后降”的倒U形响

应。中部地区处于承接产业转移与大气减排任务叠

加的矛盾期，政策组合强度释放的资源效应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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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容易受到经济转型成本、就业压力和地方执行

差异等因素的干扰，因而其估计结果虽在基准回归

中显著，但稳健性不足。西部地区则受资源型产业

依赖和相对滞后的社会资本发育所限，政策组合强

度提升往往更多体现为行政规制加码、治理任务压

实和产业调整压力上升，其对资源供给参与和信息

透明度改善的转化效应相对有限。同时，地方财政

能力、社会组织发育水平和公众参与渠道等条件不

足，也进一步削弱了政策信号向公众参与机会的转

化。在此情境下，政策组合强度提升更容易被理解

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治理要求，难以形成对公众参

与的正向反馈。这一结果说明，公众参与的政策响

应效果深植于地区经济结构、制度环境与社会发展

阶段之中。 
（2）地方自主性的差异。地方自主性是指在央

地关系格局下，地方政府基于制度空间和区域条

件，通过政策创新与资源整合，在推动区域发展中

体现出的主导性、创造性和灵活性的治理能力[52]。

地方自主性的强弱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环境、公众对

政策的认知及其参与行为的实现方式。为揭示政策

组合强度在不同治理情境下对公众参与的作用效

果，有必要依据地方政府自主性进行分组讨论。受

数据可得性和跨省面板可比性的限制，本文主要从

财政资源维度对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进行刻画。故本

文以财政自主度，即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

的比重，作为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衡量指标[53]，并按

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自主性两组进行回

归，结果如表6所示。高自主性地区的政策组合强度

与公众参与呈现倒U形关系，低自主性地区不显著，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均通过。 
在地方政府自主性水平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能

够结合本地污染特征、产业结构与公众需求，灵活

设计与精准投放政策工具，例如合理设定排放标

准、优化补贴与激励机制、构建信息公开平台与公

众参与渠道，有效激发公众参与。然而，当政策组

合强度过高时，频繁的执法检查与刚性减排措施可

能挤压公众的自主参与空间，降低其参与意愿，导

致参与水平随强度进一步上升而回落，形成倒U形

轨迹。相比之下，低自主性地区的关系不显著可从

两方面解释：其一，资源约束限制政策效能。该类

地区由于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源使用空间有

限，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方面灵活性不足，难

以达到对公众参与具有足够激励效应的政策组合

强度。其二，机械执行弱化制度创新。正如唐天伟

等[54]指出的，在中央主导的政策格局下，低自主性

地方政府更多扮演“执行者”角色，在污染源信息

公开、公众参与平台建设等方面缺乏主动创新，难

以形成持续激发公众参与的制度环境。 

表6 地方自主性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高自主性地区 低自主性地区 组间差异系数P值 

PI 0.622*** 
(4.30) 

9.794*** 
(3.32) 

0.085 
(0.42) 

–0.313 
(–0.10) 0.008 

PI_2  –1.116*** 
(–3.13)  0.047 

(0.14) 0.0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11 0.915 0.978 0.978  

N 200 200 202 202  

注：面板回归均加入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均是基于Fisher组合检验通过Bootstrap重复1 000次得到的经验P值。高维固定效

应模型会自动剔除组内单例观测，因此高自主性组的最终有效观测值为200个。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2011—202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大

气污染防治政策为研究样本，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系统考察了政策组合强度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及

其异质性。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政策组合强

度对公众参与具有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影响。在政

策组合强度较低时，其提升能够通过资源供给与信

息传递显著增强公众参与；但超过某一阈值后，过

高的政策组合强度可能引发资源依赖与认知负荷，

进而削弱公众参与意愿与行为。这一发现为理解政

策组合强度的边际效应与潜在反馈作用提供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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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支持。第二，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在上述过程中

发挥显著调节作用。与常规预期不同，高水平的政

府关注并未增强公众对高强度政策组合的承载能

力，反而使政策组合强度的促进作用在较低水平即

达峰值并迅速衰减。这一发现为理解政府注意力在

政策执行与反馈过程中的复杂影响提供了经验证

据。第三，政策组合强度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存在显

著情境依赖性，在东部地区与高自主性地区，其倒

U形关系更为突出。这一发现凸显了区域结构条件

与地方制度能力对公众参与水平的深层影响，增强

了对不同条件下政策反馈差异的现实理解。 
在实践启示方面，研究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组合强度深刻影响着公众参与。基于长期公众反

馈效应的形成机制，为最大化发挥政策组合效能，

决策者在构建政策组合体系时应考虑如下三个方

面：一是政策设计应注重强度适配，持续提升公众

参与效能。决策者应在政策设计中设定合理强度阈

值，并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精细化校准，避免因政策

工具叠加过密、规制标准过高或激励方式单一而引

发公众认知超载与参与疲劳，确保政策组合强度始

终处于有效激发公众参与的最优区间。二是关注政

府注意力配置的调节作用，警惕政府“全能主义”

倾向。政府行政干预应保持适度留白，避免因注意

力过度集中而导致公众参与退缩。应推动政府注意

力从单纯的末端结果管控向全过程政策赋能转型，

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共治”的环境治理新格局。

三是因地制宜调整政策组合强度，确保不同情境的

精准适配。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信息获取、执行

调整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允许统一政策框架的在地

化调试，以灵活变通的方式化解政策统一可能带来

的僵化问题[55]。例如，在东部地区，应在强化政

策激励的同时防止过度管控导致的公众参与度下

降；在政府自主性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增强财政

支持和资源配置灵活性，确保政策组合强度维持

在合理区间。 

注释： 

①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未涉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纳

入分析样本的31个省级行政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山

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

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及新疆。 

②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级行政区；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和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个省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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